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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 488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 

施文森大法官  提出 

  

  金融業不同於一般生產事業，其經營之良寙，足以影響一國經濟

之興衰，此何以今世各先進國家，莫不將之列為特許事業，對於投資

金額、經營者資格、業務經營及資金運用，嚴加審查與監督，金融機

構一旦支付不能，主管機關即得依據法律之授權為積極干預，採取必

要處置，以保障存款安全、維持金融安定、穩定經濟活動，儘速將導

致社會不利之影響降至最低程度，惟授予主管機關此項緊急處置權之

立法，須首就存款戶、債權人、金融業投資人（即股東、社員及會員）

及社會公眾相互間之利益及彼此之權益為均衡考量，務使主管機關所

得據以採取之措施乃屬必要而適當，而此等措施所造成之損害應輕於

達成目的所獲之利益；若法律就行使緊急處置權時所得採取之手段授

權主管機關自行訂定者，主管機關亦須嚴格遵守此一比例原則，任何

逾此限度所為之規定，均屬有悖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意旨而無效。就本

聲請案言，經銀行法第六十二條授權訂定之「金融機構監管接管辦法」

（以下簡稱「辦法」）第十四條第四款及信用合作社法第二十七條第一

項第六款確有違憲之處，茲申所見如下： 

一、前開「辦法」第十四條第四款之效力如何，應繫於銀行法之授權

是否具體明確，其規定是否未逾越授權範圍。大法官於釋字第三

一三號解釋曾確立一經典法則：「若法律就其構成要件，授權以命

令為補充規定者，授權之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，然後據以發布

命令，始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限制人民權利之意旨。」銀行法第

六十二條第三項雖規定監管或接管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但亦同時明示此項由被授權機關訂定之辦法，其內容應以執行同

條前二項規定之事項為限，要不及於其他。前開「辦法」第十四

條第四款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包括合併及概括讓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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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「協助辦理」事項改列為「報經核准」辦理事項，無異將原本

以被監管人意思為主導之民事行為，轉變為可無視被接管人之意

願與利益，由主管機關單獨掌控之行政處分，除非此係屬於銀行

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所規定「必要之處置」之範圍，否則其合憲

性即應受到質疑。按銀行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對於主管機關所得

採取之措施一一加以列舉，僅於列舉事項之末加載「其他必要之

處置」，必要處置屬概括規定，概括事項置於列舉事項之後，其所

概括者應與其前所列舉者同一種類，此即所謂「同類解釋法則」

（ejusdem generis rule）。列舉事項中既無以行政干預之手段達到

直接處分人民私有財產權利變動效果之規定，前開辦法以行政處

分形式取代當事人之合意所為合併或概括讓與，直接造成私法上

權利義務變動之效果，使依概括規定所採手段之激烈程度更甚於

列舉規定，顯已擴張概括規定所應有之效力範圍，其逾越母法授

權之範圍焉有甚於此哉！ 

二、或謂信用合作社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載有「勒令合併」之

規定，而同法第三十七條又規定信用合作社之管理準用銀行法第

六十二條規定，因而使前開「辦法」第十四條第四款所規定以行

政處分形式所為之「合併」及「概括讓與」成為正當，而主管機

關依據該款所為之「概括承受」既在實質效果上與「合併」或「概

括讓與」相類，自亦於法有據。關於此點，自應從信用合作社法

第二十七條規定本身為合憲性之檢定。該條規定信用合作社違反

法令、章程或無法健全經營而有損及社員及存款人權益之虞時，

主管機關即得「勒令合併」，竟無須顧及該信用合作社違反法令、

章程及財務困難程度之輕重及全體社員之意願與權益，一律以如

此強烈之干預處置相加，其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，實

已不能更為顯然。何況法律明確性之要求，乃隨法益受侵害嚴重

之程度而遞增，如係屬基本人權核心範圍之事項，則對法律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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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明確性之要求應更趨嚴格，前開「勒令合併」規定所導致人

民財產權侵害之法律效果，並無與之相應之明確之法律要件規定，

對於究竟何種違反行為將導致「勒令合併」之法律效果發生，一

任行政機關裁量，不僅使人民無法預測其行為後果之嚴重性，抑

且因欠缺客觀判斷行政手段合法與否之標準，將使事後司法審查

之機制流於形式，有違法治國家法律明確性之要求，而以此為授

權依據之前開「辦法」第十四條第四款，其效力如何，自亦不言

而喻也。 

三、觀乎各先進國家之立法例，對於監管接管程序、實行監管接管之

條件、監管人及接受人之資格與權限，無不以法律詳加規定。於

我國現制之下，一般公開發行股票或公司債之公司發生財務困難，

有暫停營業或停業之虞時，其重整或破產宣告均須經法院裁定，

檢查人、重整監督人、清算人及破產管理人由法院選任，而其中

檢查人、重整監督人之資格更經公司法明定須具有專門學識、經

營經驗而無利害關係（見公司法第二百八十五條及第二百八十九

條），依「舉輕以明重」之法理，何以唯獨對影響力遠甚於一般生

產製造業之金融機構，於其支付不能時，前開「辦法」第三條第

一項規定，逕由主管機關「指派」適當機關（機構）或人員為監

管人或接管人，是否因金融業性質特殊或其支付不能足以導致社

會緊急危害而需迅即處理，因而容許主管機關得獨斷獨行，使此

種跳脫司法制衡之規定成為正當？主管機關就此項「指派」權之

行使若顯有武斷、恣意、濫用裁量或其他不法情事者，被接管人

固得於事後經由訴願、再訴願、行政訴訟請求救濟，惟此種事後

救濟，究不若事中之適當司法制衡對受接管人更具實益。更何況

主管機關所「指派」之接管人適當與否，悉由主管機關自由裁量，

若主管機關「指派」受其指揮監督、財產屬於全國納稅義務人之

公營金融機構或其負責人為接管人，並又命接管人代表被接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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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接管人合併，或命接管人概括承受被接管人，將使被「指派」

接管之機關或負責人同時兼具有主管機關代表、被接管人代表及

接管人代表之三重資格，形成集監督者、被監督者及受命負責接

管任務者為一身之三位一體「裁判兼球員」現象。接管人為前開

處分時，於對被接管人之資產未經超然獨立、廣獲公信之會計專

業人員之客觀評估下，尤難擔保主管機關不屈從於政治壓力及一

時之權宜，或高估被接管人之資產，以政府之稅收貼補經營不善

之被接管人，以減輕其依法應負之責任；或低估被接管人之資產，

使被接管人之財產因主管機關之濫行裁量而遭受難於復原之侵

害。雖然大法官限於規範審查之制度設計，不能將其審查範圍擴

及主管機關之行政處分，但於審查前開「辦法」第十四條第四款

合憲性之同時，若能就交互適用之相關規定一併加以檢討，必更

能凸顯該款所規定之各項措施之如何不符程序正義，除非經由本

號解釋之作成能促使金融機構之監管及接管程序回歸法律，及因

監管或接管所採之各項干預措施受到適當之司法制衡，主管機關

對依前開「辦法」所為之任何處置，既難防其濫行裁量，亦不易

令人民招折信服，而主管機關所習採之稅收貼補手段，必將繼續

成為經濟發展之最大隱憂。以可決多數通過之解釋，雖能明察秋

毫，但竟不能見輿薪，於非難中未以更具體之理念闡釋憲法保障

人民財產權利之意旨，難免美中不足，對金融機構監管接管制度

之改善，似難有補益。 

據上分析，本席以為信用合作社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

及「辦法」第十四條第四款均不符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規定，

構成對人民財產權之侵害，應停止適用。 


